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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与《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对比

    《围城》和《儒林外史》是我国长篇讽刺小说的两朵奇葩。它们以独立而醒目的姿态屹立于中国文坛。《儒林外史》产生于十八世纪上半叶，它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讽刺小说。当时的中国处于封建社会末期，黑暗腐朽。读书人在八股取士制度下，本来纯净的灵魂严重扭曲，异化，行为上则癫狂，卑劣。吴敬梓以《儒林外史》猛烈抨击了科举制度，深刻揭露了科举制度所造成的种种败坏人心、祸国殃的罪恶。从根本上否定了当时社会，讽刺意味十足。钱钟书的《围城》出现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主要反映的是从抗日战争开始到建国前夕生活在国统区的一群知识分子对战争畏缩，狭隘于个人生存的懦弱行为和胆怯自私心理。钱钟书用诙谐、黑色幽默的文字，以笑的形式写出了当时知识分子在动荡年代下的生存困境，寓含浓浓讽刺。这两部书同写一群知识分子，又把讽刺艺术运用得出神入化。两部书的主题尽管不一样,然而在讽刺艺术这一面，两部书的融通和相异之处，眩目而复杂，因为这不仅体现了中国讽刺艺术传统的继承和新变，也显示了不同文化环境下的文人是如何去批判社会现实的。这是引人探究的。

一、讽刺内容的真实性

    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讽刺作品当然也不例外。《围城》和《儒林外史》的讽刺内容是有肥沃的现实土壤的，是具有现实根据的，真实性很强。钱钟书用讽刺的手笔揭露了当时社会的暗无天日。《围城》中内地的三闾大学就可以讲是国统区文人生存环境的一个缩影。全民正在为祖国的生存而浴血奋战，三闾大学这群拿着高薪的知识分子却在那里勾心斗角，做着一系列庸俗的事情。为模仿英国牛津、剑桥大学的教育制度，三闾大学搞出了一套无聊十足的导师制。它有这么一条规章制度：“学生毕业后在社会上如有犯罪行为，导师连带责任。”这规定的残忍比得上明成祖诛方孝孺九族。钱钟书以漫画的手笔反映了国民党教育制度的奴役性，办大学只不过为他们培养一批忠实的走卒。导师制为了增进师生感情，塑造一个师生共同生活的理想场所，有这样一个师生共同进餐的饭堂规矩：“导师的饭该由同桌学生先盛，学生该等候导师吃完，共同退出饭堂，不得先走”。这看上去是学生尊敬老师的表现，实则出于训导长李梅亭的良苦用心：防止先生陪学生挨了半碗饭，溜回去舒舒服服吃。这些措施面子上作足，无任何实在意义，徒增笑料而已，但这种制度却堂而皇之的占据着高校教育，当时的高校又何尝不是这么混乱?假文凭的教授横行，教育目标不是为了培养人才等等，钱钟书深味其中黑暗，才会有针对性的，以犀利的讽刺来抗争这社会。

    吴敬梓生活于封建社会的末期，社会内外矛盾都比较尖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这一时期有了相当发展。封建文人不能直接创造经济价值，地位有所下降；又被统治者桎梏，思想僵硬，学术上无多少建树，于是逐步走向衰落。《儒林外史》就反映了封建文人由盛而衰的转变情况。

    清朝，特别是康熙、雍正、乾隆年间，八股文盛行。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描写的八股专家马二先生游西湖，看到朱淑真、李清照的名字，说：“这些什么人?料想是不管功名的了。”；当了学道的范进，竟然不知道苏轼是哪朝人，第七回别人讲笑话打趣，他糊涂地说：“苏轼既然文章不好，查不着也罢了。”这是当时读书人只谙熟四书五经，别的知识则无所知现象的真实反映。吴敬梓看到这丑恶的现实，大开讽刺之笔，希望士林中人能从《儒林外史》的讽刺中有所悔悟，并为没落的士林探索出光明的道路。

    可见，《围城》和《儒林外史》都将讽刺之笔深扎于丑恶的社会现实，具有极深的认识意义。

二、针对不同对象变换讽刺色调

    吴敬梓以尖刻的笔法塑造了许多人物。如汤知县汤奉这类贪官，严氏兄弟这类土豪劣绅，运用的都是尖刻的讽刺手笔。第四、五回写高要县的汤知县为了博得清廉的名声，竟将一个回民老师傅活活枷死。严监生贪婪悭吝，剥削成癖。家有十多万两银子，自己病得饮食不进，还念念不忘收租子，敛钱财。严贡生更加阴险刁滑，为非作歹。他强圈穷人王小二的猪，还行凶打折了王大的腿；施展讼棍手段，明明没有借给别人银子，却硬向人要利息；他在严监生死后，欺压寡妇弟媳，霸占二房产业；特别是用云片糕混充高贵药材讹诈船工的船钱，花招也真想得出来。作者通过这些事例将他们的丑恶嘴脸完全暴露出来，对他们进行的是无情的揭露和严厉的鞭挞。

    再看吴敬梓对杜少卿的描写。杜少卿是吴敬梓笔下的一个光辉人物。他视功名富贵如粪土，为人豪爽，行为放荡不羁。在杜少卿身上，吴敬梓多多少少渗透了自身的一些性格，用的描写手法自然褒扬的成分居多。虽说书中也展现了杜少卿呆痴的一面，杜少卿的不知择友而交，将大捧银子送给骗他的人，然这是吴敬梓善意讽刺的一面，希望杜少卿的性格变得更完美，且杜少卿本为阔家子弟，不谙世事也是常有的，这是性格因素的一面，作者这样描写也是忠于人物处境的。笔法温和。还有虞育德、庄绍光、迟衡山等人，作者尽管有批判，但总的来讲，笔法都是相当温和的。

    这种针对不同人物采取不同讽刺色调的方式，在《围城》中也体现得很突出。

    《围城》作者钱钟书对李梅亭、高松年、汪处厚、韩学愈这群无甚真才实学的大教授，给予的是无情的嘲讽，以李梅亭为例。“戴副墨晶黑眼镜，神情傲兀，不太理会人，并且对天气也鄙夷不理，因为这是夏历六月中旬，他穿的还是黑呢西装外套。”李梅亭一出场就显得滑稽可笑。去三闾大学的路上李梅亭带个很大的铁箱，上半箱，装着抄写的书卡片，有了这，“中国的书烧完了，李先生一个人可以教中国文学”，下半箱装药，准备以十倍原价卖给穷乡僻壤的学校医院；孙小姐病了，想讨一包仁丹，他怕拆了封卖不出好价钱，只给几粒鱼肝丸了事；导师制要求饭前饭后祝福，李梅亭搜索枯肠，只想出来“一粥一饭，要思来处不易”二句，可见这人只用箱子装书，全不用脑子。钱钟书以轻蔑的态度刻画了遭人唾弃的李梅亭，厌恶之情溢于言辞，用笔相当辛辣、刻薄。

    《围城》的主人公方鸿渐，钱钟书似乎带着怜悯的感情去描写他。“他是无用之人，学不了土木工程，在大学里从社会系转到哲学系，最后转入中国文学系毕业。”方鸿渐一副可怜相。作者笔下的方鸿渐，好未见好，可也找不出一丝一毫的坏处来，是个地道的滥好人。他向现实的残忍只会屈服。方鸿渐深爱唐晓芙，唐听了苏文纨一番挑拨，误解了方鸿渐，方也不为自己辩解，“只是站在马路上，在雨里淋着”，唐晓芙看在眼里，苦在心里，“想一分钟后他再不走，一定不顾笑话，叫用人请他回来”，谁知方鸿渐偏在这一分钟内开步走了。一段爱情也由此结束，字里行间存着深深的遗憾。钱钟书先生似乎着意在营造命运捉弄人的意蕴；没有接到三闾大学的续聘书，也不去问个究竟，打算一走了之。钱钟书深刻挖掘了方鸿渐安于失败的懦弱性格，讽刺手笔悲天悯人的感情色彩居多。特别是书结尾处写方鸿渐与柔嘉大吵一场后各自离家出走，有大段大段的文字描写方鸿渐的寂寞无助，这里就不带任何讽刺意味了。

   《围城》和《儒林外史》都根据不同人物给予不同的讽刺色调，这种方式是高超、巧妙的，既忠于人物的各异性和复杂性，又恰如其分，具有感情上的针对性，展示了作者的爱憎。

三、讽刺手法的异同

    讽刺手法常以多种手段的整体实现为其表现形式。将多种讽刺手法融会起来使用，是《围城》和《儒林外史》高超讽刺艺术的一方面，《围城》运用了比喻、议论、夸张、心理描写、对比等主要手法，《儒林外史》中有白描、夸张、对比、比喻等主要手法。而两部著作占主导地位的讽刺手法不一样。《围城》主要运用的是比喻和议论，《儒林外史》是白描。下面就来分析两部著作的主导讽刺手法，造就的不同讽刺效果。

先来看《围城》机智诙谐的比喻：“李梅亭多喝了几杯酒，人全活过来，适才不过是立春时候的爬虫，现在竟是端午左右的爬虫了。”。“爬虫”要经过冬眠，到“惊蛰”才开始苏醒，但并不十分活泼，要到端午左右才是最健壮的时候，“立春时候的爬虫”，因为还在冬眠期间，只是僵尸的样子，与“端午左右的爬虫”的健壮有力是一个鲜明强烈的对比，用这一个现象来比喻一个人“喝了几杯”之后“全活过来”了，很有一些谐趣，而用“爬虫”作比，非常清楚的表现了作者对这个人的讨厌和看不起。

《围城》中的议论就更为精妙了，如：“外国哲学家是知识分子里最牢骚不平的人，专门的权威没有科学家那样高，通俗的名气没有文学家那样大，忽然几万里外有人写信恭维，不用说高兴得险些忘掉了哲学。”。这段话对于哲学家的讽刺是很深的。首先就硬是把他们塑造了无甚权威、名气的尴尬地位；又讲他们是知识分子中最不安，最牢骚不平的人，根本谈不上什么修养，一旦见到海外飞来的恭维，当然高兴得不可名状，几乎“忘掉哲学”。

《儒林外史》通过含蓄、平实的白描来展示事件、人物的可笑性、劣根性。严监生与妾赵氏正在谈论前妻王氏如何“心慈”接济别人，话还没落音，一只猫将床顶上的竹篓子跳翻，抖出王氏的私房银子五百两。这便让读者知道“心慈”的王氏也不是那么心慈了。范进中举后，退职知县张师陆随即来拜，既送银子，又送房子，行为颇为慷慨。甚至事情发展到张师陆怂恿范进去汤奉处打秋风，汤知县收到帖子，对“张世兄屡次来打秋风，甚是可厌”，但是同着“门生范进前来”，不好回他，只能吩咐快请。这样一看，张师陆的慷慨举动实是吃小亏占大便宜。

    可见，《围城》中讲述的事情平凡，然作者运用精到的比喻，贴切而又新奇的议论，将这平凡的事扩展出另一层深刻的哲学意味，读者在轻松快意的笑中若有所思。《儒林外史》到处运用白描，通过情节的巧妙安排尽显讽刺意味，读者从事件的发展中看到人事的可笑、可悲，心情也因此变得沉重。

四、讽刺语言

《儒林外史》的讽刺语言，非常洗练。常用寥寥数笔，穷形尽相。《围城》就讲究文句上

的琢磨，遣词造句，非常卖力。刻画起人物来，更是浓笔繁墨。二者的讽刺语言用的都是冷笔，然二者冷笔冷的程度和作风却不一样。《儒林外史》的冷，叫冷峻，愤世的情绪较多；《围城》的冷，叫冷观，悯人的情绪较多。 如《儒林外史》中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钱到公事办，火到猪头烂”、“死知府不如一个活老鼠”，文中大量运用民间俚语、谚语，表现吴敬梓对当时官府的痛恨和轻蔑。写劣绅张静斋，为了谋夺和尚的田产，做神弄鬼，唆使地痞流氓诬陷和尚与妇女通奸，行为极其卑劣无聊，行文间流露的自然是无情的讽刺。其讽刺的辛辣、锐利程度，真是一针一个血洞，于血淋淋中倍见丑恶现实，又从丑恶现实中生出凄凉：这世道何时是个尽头!

   《围城》的冷笔，虽冷却不感伤，始终像把解剖刀，能切天下至坚，也能游于无厚之中，直入天下至微。读者随着钱钟书的黑色幽默，思维上绕了几个弯，过了几条道，柳暗花明一番，才感受到作者的讽刺深意。较《儒林外史》，作风就不是那么直接，那么锐利，相对温和委曲些。

   《围城》和《儒林外史》语言特色上相同点是幽默化和形象化。如《围城》中的鲍小姐，钱钟书是这样刻画她的：“有人叫她‘熟肉铺子’，因为只有熟肉铺将那许多颜暖热的肉公开陈列；又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鲍小姐并未一丝不挂，所以他们修正为‘局部的真理’。”这几句不但将鲍小姐身材的丰满，穿着的暴露形象描绘出来，语言更是幽默。《儒林外史》第十四回写差人向马二先生勒索时，一连用了“瞒天过海，就地还钱”，“戴着斗笠亲嘴，隔着一帽子”，“老鼠尾巴生疖子，出脓也不多”，“打开板壁说亮话”，“秀才人情纸半张”好多条谚语，形象再现差人见钱眼红的贪婪特性，又幽默有趣。

《围城》和《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有相承的一面，又有摇曳多姿的一面。在讽刺内容针对事实基础，颇具真实性这点上，两部书都做得极好，为我国传统的写实主义、讽刺文学增添了光彩；在对不同人物采取不同讽刺色调这点上，钱钟书继承了吴敬梓《儒林外史》的这一特色，运用得潇洒自如；在讽刺手法上，由于两位作者生活时代、生活经历各异，两部书呈现出各自独特的艺术魅力；在讽刺语言上，一个简练，一个铺张，一个质朴自然，一个大肆渲染，从不同的途径都收到了强烈的艺术效果。《围城》和《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既有一定的渊源，又有一定更变，各具体系，各有特色，同样精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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